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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 ２０多年以来， 我国的出口运行呈现出波动式的上升特征， 新冠疫情

的暴发进一步加剧了波动程度。 看似复杂的波动性背后是否隐藏着内在的规律性特

征？ 本文根据 １９９７年至 ２０２１年间的月度出口数据， 基于重大事件和国内宏观经济

转型的维度， 发现我国出口经历了三个非对称的周期过程， 目前正进入第四个阶

段。 研究显示， 过去的三个周期顺次表现出周期变短、 增速放缓、 波动加大的趋

势。 文章进一步对已经开启的第四个周期的运行特点作了预测。 文章的政策含义

是， 新一轮周期开启之后， 市场化改革应加速向纵深推进， 并将出口导向全方位从

规模扩张和增速提升转向改善出口结构和平稳运行方面， 为此需排除阻碍创新的制

度性障碍， 并完善与相关国家的沟通机制。
关键词： 出口周期； 尤格拉周期； 出口波谷； 振动幅度； 振动强度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４６􀆰 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６７０ （２０２１） ０８－０１１９－１８

引　 言

我国出口数据显示， １９９７年 ７ 月—２０２１ 年 ３ 月间我国的出口月度平均环比增

速达 ２􀆰 ０４％， 相当于以每月递增 ７􀆰 ９２亿美元的规模连续增长 ２８５ 个月。 根据世界

贸易组织 （ＷＴＯ） 提供的数据计算， ２０１５年我国的出口以 １３􀆰 ７５％的份额首次跃居

全球之首。 ２０１８年我国出口份额达 １２􀆰 ７７％， 仍分别高出第二位美国、 第三位德国

和第四位日本 ４􀆰 ２２、 ４􀆰 ７６和 ８􀆰 ９８个百分点。 然而， 我国出口的这种 “双高” （高
增速和高份额） 特征也招致西方发达国家， 特别是美国的压力 （谢建国等，
２０１７［１］； 张先锋等， ２０１８［２］； 杨飞等， ２０１８［３］； 余振等， ２０１８［４］ ）， 甚至在 ２０１８
年成为全球贸易救济调查的最大目标。①随着 ２０１９ 年末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以下简

称新冠疫情） 在全球暴发继而引发的经济萎缩， 导致全球出口骤然低迷。 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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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疫情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 再考虑到其他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世界

经济的恢复将面临重大压力， 如政府债务率继续攀升、 国际收支加速失衡和贸易保

护主义蔓延， 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出口亦将面临更大挑战。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 我国政府及时制定了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的战略目标， 确定了向国内大循环方向推

进的工作重点， 同时强调参与国际循环的重大意义。 显然， 因出口在既在国际循环中

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也对内循环的顺畅运行具有特殊的内在支持效应， 故探

讨我国出口的动态运行趋势自然成为当前及今后较长时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出口问题的研究文献较多， 归纳起来多是从出口产品结构的演变视角

展开， 属于长周期的观察， 大致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文献对于我国出口的发展趋势

持乐观态度。 有文献从我国出口纵向变迁的视角发现， 出口商品的结构处于持续升级

之中 （江小涓， ２００７［５］），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在不断提升 （杨汝岱和

朱诗娥， ２００８［６］ ）。 第二类文献基于横向视角认为我国仍非贸易强国 （裴长洪，
２００９［７］）， 尽管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转移， 且

高新技术产品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 但与预期目标尚有较大差距 （张桂梅，
２００８［８］）。 我国出口的优势地位仍旧依赖要素成本的低廉 （刘建丽， ２００９［９］； 傅朝阳

和陈煜， ２００６［１０］； 林毅夫等， ２００３［１１］； 孙杰， １９９７［１２］； 潘镇， ２００６［１３］ ）， 并且这种

优势在短期之内尚难受到挑战 （刘国晖和张如庆， ２０１４［１４］； 郑有国和刘佑军，
２００７［１５］； 魏锋和沈坤荣， ２００９［１６］ ）。 这样就可以解释我国贸易量的增长为何主要来

源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生产非一体化 （吴福象和刘志彪 ［１７］）。 尽管有证据表明那

些不在此环节的出口企业跨越了 “低加成率陷阱” （诸竹君和黄先海， ２０２０［１８］ ）， 但

总体上该优势也令我国的出口贸易难以突破 “天花板” 效应。 随着国内经济转入

“新常态”， 曾经促使我国出口规模快速攀升的优势在弱化， 要素成本、 特别是劳动

成本逐渐上升的趋势不可逆转。 同时国内长期形成的落后产业结构 （陈志友，
１９９２［１９］； 莫兰琼， ２０１６［２０］） 与相对低端的出口产品结构相互牵制， 优化出口结构的

难度逐步加大。 来自微观层面的证据也印证了该判断 （许昌平， ２０１３［２１］；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２２］）。 若考虑到影响出口的其他因素， 如政治和革命事件、 自然灾害及恐怖袭击

等 （鲁晓东， ２０１７［２３］）， 我国出口面临的压力不容乐观。 ２０１９ 年末爆发的公共卫生

事件再次为不确定性作了背书。 综上， 无论对我国的出口持乐观或是相反的态度， 均

是基于长期演变的维度。
第三类文献基于出口周期运行的角度， 仍属于基于长期视角。 如有文献基于外

部需求的周期变动考察对我国出口的影响 （唐宜红和林发勤， ２００９［２４］）， 有文献考

察出口与开放度、 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周期的相关性 （陈刚等， ２００８［２５］； Ｂａｘｔｅｒ，
１９９５［２６］）， 有文献探讨出口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内在联系 （李旸等， ２０１３［２７］； 郑宝

银和林发勤， ２００９［２８］； 车维汉和贾利军， ２００８［２９］； Ｂｏｉｖｉｎ ａｎｄ Ｇｉａｎｎｏｎｉ， ２００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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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婷， ２００６［３１］； 宋玉华和高莉， ２００７［３２］； 郎丽华和张连城， ２０１１［３３］ ）， 还有文献

研究出口周期变动的技术方法 （赵琳等， ２０１１［３４］）。 显然， 以上诸多文献在着眼于

长期考察视角的同时， 忽视了对出口中期和短期运行特征的分析。 而那些影响我国

出口的诸多紧迫而重要的挑战， 不但对影响其长期轨迹， 也会对中期和中短期运行

产生显著影响。 当前， 在世界经济总量和出口总量均达到历史性高位的背景下， 不

确定性也在成倍增加， 我国出口面临的来自中期和中短期在挑战也随之放大。 现有

文献恰在揭示出口运行的中期和中短期特征方面有所不足。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根据 １９９７年 ６ 月—２０２１ 年 ３ 月间的月度出口数据， 从

三次世界性重大事件和国内经济运行的重要转轨的视角， 来考察我国出口的中期和

中短期运行特征， 并据此预判出口在下一个中周期的主要运行特点和趋势。

二、 初步考察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 分别来自世界银行网站、 世贸组织网站、 国家统计局、 海

关总署、 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国内权威官方媒体。 其中， 我国历年出口月度数据来

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统计局并未单独公布关于 ２０２０年 １、 ２ 月

份的出口数据， 只给出相应月份的同比增速和 ３月份的累计出口值。 据此， 我们可

以根据 ２０１９年对应月份的出口数据， 推算出 ２０２０ 年 １、 ２ 月份的出口额分别是

２１１３ 亿美元和 １１１９亿美元。 然而， 按照海关总署 ２０２０年 ２月份公布的 １月份出口

１􀆰 ５万亿元人民币的信息，①结合统计局提供的 ２月份 “出口总值累计值” 数据， 及

国家外汇总局公布的 ２月份平均汇率， 可推算出 １、 ２月的出口额分别是 ２３１６亿美元

和 ６０９亿美元。 显然， 按两种途径得到的结果有差异。 其中， １ 月份出口额相差约

２００亿美元， 相对差距 １０％； ２月份出口额相差约 ５１０亿美元， 相对差距 ４６％。 下文

分别称之为统计局数据和海关数据。 对比分别采用两套数据的实证结果发现， 该差异

除影响相应月份的环比增速、 同比增速及平均规模之外， 并不对出口的中期趋势分析

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故下文的实证分析主要依据统计局数据， 将海关数据作为

补充。
（一） 短期运行特征

图 １展示了我国历年的平均月度出口数据， 可以发现出口运行呈现明显的季节

性特征， 即每年的 １１月和 １２月是出口高峰月， 分别到达 １２４５亿美元和 １３１０ 亿美

元， ２月份则是出口低谷期， 平均仅 ８６１亿美元，②所以本文将 ２月份出口异常低的

现象称之为出口的 “春节效应”， 属于短期运行特征。 如以月度平均规模和 ２ 月份

规模的差异考察春节效应的大小， 发现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的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是二十多

年以来春节效应最为突出的月份， 高达 １０７１亿美元。 然而， 到 ２０２１年 ２ 月份回落

至 ３１８亿美元。 该情况既说明新冠疫情对我国短期出口构成的冲击异常严重， 同时

凸显我国出口在遭遇意外冲击时所具备的强大恢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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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２０２１ 年 ３ 月月均出口规模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整理， 下同）

（二） 中期和长期特征

若将出口月度数据置于 ２４年的时间轴考察， 显然可以发现出口基本上处于长

周期中的上升阶段。 同时也可以发现即使是在上升期， 大致每隔 １０ 年就会出现一

次剧烈的波动， 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根据可以初步反应剔除季节影响后的同比增速指标来看， 出口出现过四个明显

的下降期， 分别是 １９９９年上半年、 ２００９年上半年、 ２０１６ 年初和 ２０２０ 年初。 其中，
２００９年具有分水岭的意义。 在此之前， 出口同比增速以正增长为主， 但之后是同

比增速正负增长的情况交替出现。 可以据此初步将出口运行划分为四个中周期， 相

应的分界点大致在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２０ 年， 分别对应着亚洲金融危

机、 全球金融危机、 国内经济的重大转型和新冠疫情的发生期。
为更严谨地划分周期阶段， 还需要将出口数据中的短期季节性信息、 其他无规

律的 “干扰” 信息剔除。 本文使用 ＥＶＩＥＷＳ９􀆰 ０ 软件提供的 Ｘ－１２ 季节调整方法中

的加法模型， 在剔除掉上述干扰因素后， 得到了只含中周期变动信息的数据， 即本

文界定的 “出口趋势” 数据 （图 ２）。 下文对出口运行特征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刻

画， 如未作特别说明均采用该数据。
出口趋势的运行轨迹显示， ２００８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出口基本呈持续上

升状态， 波动仅限于小幅振荡范围。 然而自此次危机之后， 出口运行的波动性显著加

强， 其中有三个波动过程非常明显。 为更详细刻画出口的波动特征和周期运行特征，
分别引入波谷、 绝对振动幅度 （以下简称振幅）、 相对振幅和振动强度的概念。

图 ２　 出口趋势和同比增速

２２１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８期



本文对波谷的界定是， 出口趋势环比增速出现连续下降 ７个月以上并重新回升

至下降之前水平的过程。 将波谷跨越的时间长度称之为一个波谷期， 相应将处于波

谷期的最低出口规模称为谷底。
据此标准， 第一个谷底出现在 １９９８年 １０月份， 对应的时间段是亚洲金融危机

期。 但是就绝对规模而言该谷底在总长 ２８６个月的趋势线中并不突出， 主要原因是

近 ２０年来， 我国的出口规模增加了 １５ 倍之多。 所以即使是 ２０ 年前出口规模的大

幅波动， 相对于 ２０年之后出口规模的小幅波动， 自然就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就亚

洲金融危机事件本身对当时出口的影响而言， 却不宜被轻易忽视。 第二个谷底出现

在 ２００９年 ５月份， 与之对应的是 ２００８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此次危机损失了危

机开始时出口规模的 ２６􀆰 １３％， 按照原始出口规模计算损失则达 ５２􀆰 ５２％。 而且此

轮危机的波谷期比第一次危机的波谷期多出 ３ 个月。 第三个谷底出现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份。 恰恰是在 ２０１５年之后， 我国的经济增速从之前的 １０％以上下降到 ７％以下，
同时反映景气指数的资本市场也开始了延续四年的低迷， 加之全球需求下滑和大宗

商品价格的下降， 出口进入了漫长的波谷运行阶段。 此次下降最严重的情况出现在

２０１６年 ９月份， 该月出口规模仅 １７６５亿美元， 相当于 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份和 １１月份的

水平。 最近的一个谷底出现在 ２０２０年 ２月份， 对应期间发生的事件是新冠疫情。
为更全面刻画出口的波动状况， 再引入振幅、 相对振幅和振幅强度的概念。 振

幅被界定为波谷期间最高规模与最低规模之差， 以反映出口绝对规模的变动幅度。
考虑到出口的长期增长趋势显著， 故该指标不适于比较不同时期的出口波动程度。
为使不同时期的出口波动有可比性， 引入相对振幅， 用振幅与对应波谷期间的平均

规模之比表示。 再由于出口的波动剧烈程度还与波谷经历的时间长短有关， 引入用

相对振幅与对应的波谷期相比表示的波动强度， 旨在说明单位时间内波动的相对程

度。 那么， 在相对波动程度相同的条件下， 持续的时间越短出口受到的冲击程度

越大。
表 １是对四个波谷期主要特征的汇总。 按出口趋势数据， 第 ２个波谷期无论是

相对振幅还是波动强度均为历年之最 （按原始数据计算第 ４ 个波谷期最为严重）。
最后一行的波谷期与周期比衡量的是波谷期与下一周期的周期长度的相对长度， 旨

在从时间的角度考察重大事件的延时冲击效应。 结果发现第 ３个波谷最高。 说明尽

管波谷期间相对振幅并不剧烈， 但由于持续时间长， 造成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还

可以注意到， 如按出口趋势来计算， 第 １个波谷期间的相对振幅和波动强度仅次于

第 ２个波谷， 意味着第一个波谷期间所揭示的深层次问题值得探讨。
根据上文确定的波谷低点可相应划分出个 ４个中周期。 即将第 １ 个谷底到第 ２

个谷底的阶段划分为第一个中周期， 以此类推依次划分出余下来的 ４ 个中周期

（表 ２）。 数据显示， ４个中周期的周期长度依次下降 ４０ 个月左右。 由于每一轮运

行的周期长度大致在 ４—１０年左右， 故称之为中周期。 因为各周期的长度不同， 体

现出了非对称的周期运行特征。 那么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在出口运行的各中周期内

部， 同样存在中短周期的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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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四个波谷的统计特征

单位： 亿美元

使用数据 趋势 原始
原始
（海关）

波谷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４

波谷期间
１９９８􀆰 １—
１９９９􀆰 ７

２００８􀆰 ８—
２０１０􀆰 ４

２０１４􀆰 １１—
２０１８􀆰 １

２０１９􀆰 ８—
２０２０􀆰 ５

１９９８􀆰 １—
１９９９􀆰 ７

２００８􀆰 ８—
２０１０􀆰 ４

２０１４􀆰 １０—
２０１８􀆰 １

２０１９􀆰 ８—
２０２０􀆰 ５

２０１９􀆰 ８—
２０２０􀆰 ５

波谷时点 １９９８􀆰 １ ２００９􀆰 ５ ２０１６􀆰 ９ ２０２０􀆰 ２ １９９８􀆰 ６ ２００９􀆰 ５ ２０１６􀆰 ９ ２０２０􀆰 ２ ２０２０􀆰 ２
时间跨度 （月） １９ ２１ ３９ １０ １９ ２１ ３９ １０ １０

标准差 ６􀆰 ７７ １１７􀆰 ７２ ７５􀆰 ５１ ２７􀆰 ６０ ４􀆰 ７４ ３８􀆰 ５９ ３６􀆰 ９０ １０９􀆰 ２３ １６０􀆰 ７２
平均 １５１􀆰 ８２ １０７６􀆰 ７０ １８６９􀆰 １５ ２０５３􀆰 １６ １４９􀆰 ５２ １０７７􀆰 ９８ １８８１􀆰 ８４ ２０２０􀆰 ８８ １９９０􀆰 １２

最小规模 １４２􀆰 １６ ９２４􀆰 ２４ １７６４􀆰 ７１ ２０１６􀆰 ３２ １１０􀆰 ００ ６４８􀆰 ９５ １２００􀆰 ７９ １１１９􀆰 ４６ ６０８􀆰 ６３
最大规模 １６２􀆰 ５５ １２６１􀆰 ２５ ２０２７􀆰 ８４ ２０８８􀆰 １７ ２００􀆰 ０１ １３６４􀆰 ３２ ２３１７􀆰 ９６ ２３８２􀆰 ６８ ２３８２􀆰 ６８

振幅 ２０􀆰 ３９ ３３７􀆰 ０１ ２６３􀆰 １３ ７１􀆰 ８５ ９０􀆰 ０１ ７１５􀆰 ３７ １１１７􀆰 １７ １２６３􀆰 ２１ １７７４􀆰 ０４
相对振幅 １３􀆰 ４３％ ３１􀆰 ３０％ １４􀆰 ０８％ ３􀆰 ５０％ ６０􀆰 ２０％ ６６􀆰 ３６％ ５９􀆰 ３７％ ６２􀆰 ５１％ ８９􀆰 １４％
波动强度 ０􀆰 ７１％ １􀆰 ４９％ ０􀆰 ３６％ ０􀆰 ３５％ ３􀆰 １７％ ３􀆰 １６％ １􀆰 ５２％ ６􀆰 ２５％ ８􀆰 ９１％

波谷期与周期比 １５􀆰 ００％ ２４􀆰 ００％ ９５􀆰 ００％ １５􀆰 ００％ ２４􀆰 ００％ ９５􀆰 ００％
变异系数 ４􀆰 ４６％ １０􀆰 ９３％ ４􀆰 ０４％ １􀆰 ３４％ ３􀆰 １７％ ３􀆰 ５８％ １􀆰 ９６％ ５􀆰 ４０％ ８􀆰 ０８％

表 ２　 各周期比较

单位： 亿美元

项目 周期 一 二 三 四

使用数据 起止时间 １９９８􀆰 １０—２００９􀆰 ５ ２００９􀆰 ６—２０１６􀆰 ９ ２０１６􀆰 １０—２０２０􀆰 ２ ２０２０􀆰 ３ —

趋势数据

周期 （月） １２８ ８８ ４１ １３
平均 ５４１􀆰 ３６ １ ６６８􀆰 ９２ ２ ００２􀆰 ７１ ２ ３３２􀆰 １３
最高 １ ２５６􀆰 ９６ ２ ０３０􀆰 ９３ ２ １１１􀆰 ６８ ２ ６６５􀆰 ３２
最低 １４２􀆰 １６ ９３２􀆰 ５２ １ ７６６􀆰 １７ ２ ０２２􀆰 ４５

标准差 ３４９􀆰 ５８ ２７８􀆰 ３１ １０８􀆰 ０１ ２２８􀆰 １０
振幅 １ １１４􀆰 ８１ １ ０９８􀆰 ４１ ３４５􀆰 ５１ ６４２􀆰 ８７

相对振幅 （％） ２􀆰 ０６ ０􀆰 ６６ ０􀆰 １７ ０􀆰 ２８
振幅强度 （％）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２

原始数据

（统计局

数据）

平均 ５４０􀆰 ９２ １ ６６９􀆰 ９６ １ ９９５􀆰 ４３ ２ ３１９􀆰 ７３
最高 １ ３６６􀆰 ７５ ２ ２７５􀆰 １３ ２ ３８２􀆰 ６８ ２ ８１９􀆰 ２８
最低 １１０􀆰 ００ ９４５􀆰 ２３ ７６１􀆰 ９７ １ ８５１􀆰 ４６

标准差 ３５５􀆰 ４９ ３２７􀆰 １４ ２７４􀆰 ０８ ２８７􀆰 ８７
振幅 １ ２５６􀆰 ７５ １ ３２９􀆰 ９０ １ ２６３􀆰 ２１ ９６７􀆰 ８２

相对振幅 （％） ２􀆰 ３２ ０􀆰 ８０ ０􀆰 ６３ ０􀆰 ４２
振幅强度 （％）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３

原始数据

（海关数据）

平均 ５４０􀆰 ９２ １ ６６９􀆰 ９６ １ ９８７􀆰 ９２ ２ ３１９􀆰 ７３
最高 １ ３６６􀆰 ７５ ２ ２７５􀆰 １３ ２ ３８２􀆰 ６８ ２ ８１９􀆰 ２８
最低 １１０􀆰 ００ ９４５􀆰 ２３ ６０８􀆰 ６３ １ ８５１􀆰 ４６

标准差 ３５５􀆰 ４９ ３２７􀆰 １４ ３２５􀆰 ８６ ２８７􀆰 ８７
振幅 １ ２５６􀆰 ７５ １ ３２９􀆰 ９０ １ ７７４􀆰 ０４ ９６７􀆰 ８２

相对振幅 （％） ２􀆰 ３２ ０􀆰 ８０ ０􀆰 ８９ ０􀆰 ４２
振幅强度 （％）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３

三、 实证分析

（一） 研究假说与模型构建

研究表明， 影响出口的因素越来越不限于经济领域， 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空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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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运输便利条件、 人口规模与结构以及军事、 社会、 文化等等因素都会对出口施

加不同程度的影响 （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 １９９５［３５］； Ｆｒａｎｋｅｌ ａｎｄ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９［３６］ ）。 同时也发

现， 在全球化发展到当前的水平， 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出口交往所面临的常规性壁垒

已经或正在被扫除， 最终沉淀下来的诸多因素已集中到若干重要方面。 当这些影响

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往往会以突变的方式改变出口的运行状态。 那么， 如果以

承载了这些重要变化信息的重大事件为切入点考察出口运行的周期变动特征， 不失

为一条有益的探索途径。 本文基于 ２０ 多年以来综合了多种因素的重大国际事件和

可被视作重大事件的国内经济运行的转型的维度， 提出四个方面的研究假说， 以考

察出口的中期和中短期运行特征。
假说一： 我国出口的运行已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效应。
尽管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关键词之一， 但是我国出口的运行不可

能脱离已成功践行 ４０多年来形成的主路径， 即使遇到诸如新冠疫情这类突发状况

导致大幅波动， 就长期看偏离主路径的可能性很小。
假说二： 国际重大事件成为主导我国出口运行的中周期更迭的重要变量。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趋势历来是两种相互博弈的力量， 尽管前者已成主流， 后者

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反推力量。 正是在此过程中， 我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渐融入了世界

经济的大潮， 特别是 ２００１年末的 “入世”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使我国的出口运

行与世界经济的运行逐渐同步 （杨子晖和田磊， ２０１３［３７］； 马丹和何雅兴，
２０１９［３８］）。 同时， 中国出口的贡献令世界的出口格局发生改变， 自身也成为世界经

济大循环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在 １９９９—２０１９ 年间中国的出口增速与世界经

济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达到 ７２􀆰 ３１％。 可以初步判断， 重大事件与我国的出口运行状

况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假说三： 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对我国出口的运行周期运行有重要影响。
２０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初的头 ２０ 年间， 美国先后有 ４ 位总统执政， 他们在其任

期内既有过改善双方经贸关系的举措， 也对我国采取过不同程度的贸易打压或制裁

措施。 其中， 在小布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内， 中美经贸关系相对缓和并有所改善，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总体上是 “冷热相伴”， 而在特朗普执政期后期， 中美经贸关系

又趋于紧张。 鉴于美国市场对于中国出口的重要性， 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冷热”
程度可能影响到我国出口运行的中周期变动。 鉴于中美经贸关系对于我国出口的重

要性， 也可将这种关系的重大变动视为重大事件。
假说四： 国内经济运行状况的重大变动对出口运行的中周期变动有重要影响。
自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 我国 ＧＤＰ 至少以 ７％以上的增速运行了 ２５ 年之久，

其中有 １１年是在 １０％以上，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３年到 ２００８年间， 连续 ６年在 １０％以上。
但是自 ２０１５年之后降到 ７％以下。 同时， 作为宏观经济晴雨表的资本市场正是在这

一年大幅下滑。 诸多重要信号均揭示国内的经济运行开始进入了新阶段， 相应对出

口的中周期运行状况也可能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上述四条假说， 本文拟通过构建如下模型 （１） 予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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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 ｔ ＝ α０ ＋ α１·ＴＲＥＮＤｔ ＋ α２·ＬＡＧＥＸＰ ｔ ＋∑
３

ｊ ＝ １
β ｊ·ＥＶＥＮＴ ｊｔ ＋

∑
３

ｉ ＝ １
φｉ·ＲＥＡＬｉｔ ＋ θ·ＸＣＴｔ ＋ εｔ （ １）

其中， ＥＸＰ 代表出口趋势。 α０ 代表常数项， 长期趋势项用 ＴＲＥＮＤ 表示， 用以

检验假说一。 ＬＡＧＥＸＰ 代表出口的短期滞后项， 由于出口的短期运行中只有春节效

应明显， 故选择将滞后 １２期的出口变量引入模型。 对于最关键的影响出口的中周

期变动的重大事件变量， 一并纳入变量 ＥＶＥＮＴ 之中， 其中包含三次国际重大事件，
分别用 ＡＳＩＡ、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ＶＩＤ 代表 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和

２０１９年末爆发的新冠疫情， 均以哑变量的方式引入， 验证假说二。 用变量 ＲＥＡＬ 来

代表中美经贸关系， 具体估计中是分别将克林顿 （Ｃｌｉｎｔｏｎ）、 小布什 （Ｂｕｓｈ）、 奥

巴马 （Ｏｂａｍａ） 和特朗普 （Ｔｒｕｍｐ） 四位美国总统的执政期作为代理哑变量， 按照

时间顺序将克林顿的执政期作为基础变量， 以验证假说之三。 由于最新的样本数据

截至 ２０２１年 ３月， 距离拜登政府执政仅仅过去一个月的时间， 其对华经贸关系并

不会在短期内与特朗普政府有重大差异， 所以是否单独再引入变量不会对参数估计

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为简化处理就不作为单独变量引入模型。 哑变量 ＸＣＴ 表

“新常态”， 表示自 ２０１５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从 “高速” 增长转入 “中高速” 的重

大转变。 尽管该次转型不是以突发的方式出现， 但就其对出口运行的中期更迭效果

而言， 并不亚于一次重大事件。 ε 代表随机扰动项， 假设服从 ｉｉｄ 分布。
（二） 实证结果

估计模型的参数之前， 需要对数据的平稳性作常规性的单位根检验。 具体检验结果

（表 ３） 显示， 尽管各中周期的出口趋势数据并不平稳， 但是全样本数据表现平稳。

表 ３　 平稳性检验

周期 一 二 三 全样本

时间 １９９８􀆰 １０—２００９􀆰 ５ ２００９􀆰 ６—２０１６􀆰 ９ ２０１６􀆰 １０－２０２０􀆰 ２ １９９７􀆰 ６－２０２１􀆰 ３

水平
数据

常数项， 趋势项， 滞后
期 ６ （ ＳＩＣ 准则， 最大滞
后 １２）

常数项， 趋势项， 滞
后期 ３ （ＳＩＣ准则， 最
大滞后 １２）

常数项， 趋势项， 滞
后期 ３ （ＳＩＣ准则， 最
大滞后 １２）

常数 项， 趋 势 项，
滞后期 ３ （ ＳＩＣ 准
则， 最大滞后 １２）

临界值

６％ －４􀆰 ０３１３ －４􀆰 ０６５７ －４􀆰 １９８５ －３􀆰 ９９０９
５％ －３􀆰 ４４５３ －３􀆰 ４６１７ －３􀆰 ５２３６ －３􀆰 ４２５８
１０％ －３􀆰 １４７５ －３􀆰 １５７１ －３􀆰 １９２９ －３􀆰 １３６１

ｔ值 －１􀆰 ８２９８ －１􀆰 ５６３１ －１􀆰 ７３１９ －３􀆰 ５０８０
结论 非平稳 非平稳 非平稳 平稳

一阶数据
常数项， 趋势项， 滞后
期 ５ （ ＳＩＣ 准则， 最大滞
后 １２）

常数项， 趋势项， 滞
后期 ２， （ ＳＩＣ 准则，
最大滞后 １２）

常数项， 趋势项， 滞
后期 ２ （ ＳＩＣ 准 则，
最大滞后 １２）

—

临界值

１％ －４􀆰 ０３１３ －４􀆰 ０６５７ －４􀆰 １９８５ —
５％ －３􀆰 ４４５３ －３􀆰 ４６１７ －３􀆰 ５２３６ —
１０％ －３􀆰 １４７５ －３􀆰 １５７１ －３􀆰 １９２９ —

ｔ值 －６􀆰 ３４０４ －４􀆰 ２０８０ －３􀆰 ７１１７ —

结论 一阶平稳 一阶平稳 一阶平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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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使用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估计参数时存在显著的异方差和自相

关等问题，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稳健回归 （ＲＯＢＵＳＴ） 方法， 同时也

将按照广义线性回归 （ＧＬＭ） 方法和 ＯＬＳ 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作为比照， 一并列

于表 ４。
上表的实证结果首先验证了假说一， 即我国出口存在显著的长期增长效应； 其

次， 验证了近 ２０年以来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具有更迭出口运行中周期的假说之二。
实际上， 上述的每次重大事件， 也是在释放经济运行周期发生更迭的信号。 第三，
验证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出口的周期变动， 即假说之

三。 第四， 验证了国内经济运行的重大转型同样对出口周期的更迭有显著影响。 此

外， 也验证了出口以 “春节效应” 表现出的短期波动特点。 下文分别作具体分析。

表 ４　 参数估计及检验结果

变量 ＲＯＢＵＳＴ ＧＬＭ ＯＳＬ

常数项
－１３５􀆰 ０７８３∗∗∗ －１６２􀆰 ５３３５∗∗∗ －１７７􀆰 ２５４６
（２０􀆰 ０２８８） （２４􀆰 ８０３２） （１５６􀆰 ７２７１）

＠ ＴＲＥＮＤ ８􀆰 １９３３∗∗∗ ９􀆰 ３３６１∗∗∗ １２􀆰 ３２５９∗∗∗

（０􀆰 ５１８８） （０􀆰 ６４２５） （０􀆰 ８６７８）

ＬＡＧＥＸＰ ０􀆰 ３３１１∗∗∗ ０􀆰 ２５２４∗∗∗ －０􀆰 ３７６１∗∗∗

（０􀆰 ０４４２） （０􀆰 ０５４８） （０􀆰 ０５３７）

ＡＳＩＡ ８０􀆰 ８３３０∗∗∗ ９９􀆰 ７９５０∗∗∗ ０􀆰 ０２６８
（２５􀆰 ７９９７） （３１􀆰 ９４９７） （６􀆰 ５４２４）

ＷＯＲＬＤ
－２３４􀆰 ３１４５∗∗∗ －１７４􀆰 ５１２９∗∗∗ ０􀆰 ７１３０∗

（１６􀆰 ５４０９） （２０􀆰 ４８３８） （０􀆰 ４０３０）

ＸＣＴ
－３７４􀆰 １５９１∗∗∗ －３４７􀆰 ９３９３∗∗∗ －０􀆰 ８６０３
（１８􀆰 ９４１８） （２３􀆰 ４５７１） （０􀆰 ７９６０）

ＣＯＶＩＤ
－１４２􀆰 ２３３７∗∗∗ １７􀆰 ２１２５ ０􀆰 １７７９
（２３􀆰 ０７４６） （２８􀆰 ５７５０） （０􀆰 ４１０８）

ＢＵＳＨ
－１４９􀆰 ５１０６∗∗∗ －１７９􀆰 ８９４８∗∗∗ －０􀆰 ２１８２
（２４􀆰 ３００７） （３０􀆰 ０９３４） （１􀆰 ８９１２）

ＯＢＡＭＡ
－１５４􀆰 ５２９０∗∗∗ －２２２􀆰 ７７９０∗∗∗ ０􀆰 ５４９１
（３６􀆰 ３９４３） （４５􀆰 ０６９８） （２􀆰 １３５８）

ＴＲＵＭＰ
－１６８􀆰 ０１９１∗∗∗ －３１８􀆰 ０４３６∗∗∗ ０􀆰 ４７９９
（５０􀆰 ２２４９） （６２􀆰 １９７３） （２􀆰 １９７７）

ＡＲ （１） ３􀆰 ３７５７∗∗∗

（０􀆰 ０３９０）

ＡＲ （２）
－４􀆰 ４９７９∗∗∗

（０􀆰 １１０５）

ＡＲ （３） ２􀆰 ８３１３∗∗∗

（０􀆰 １１１６）

ＡＲ （４）
－０􀆰 ７１１１∗∗∗

（０􀆰 ０４０２）
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３４９􀆰 ６９１４ １１􀆰 ７６０５ ４􀆰 ５６３０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３８９􀆰 ３０８５ １１􀆰 ８９２４ ４􀆰 ７６０８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６０１􀆰 １９３０ －６１０􀆰 １３３１

Ｈａｎｎａｎ－Ｑｕｉｎｎ ｃｒｉｔｅｒ􀆰 １１􀆰 ８１３５ ４􀆰 ６４２４

注： 括号中的数字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其中∗∗∗、∗∗、∗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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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就出口的长期增长趋势看， 既是我国实行开放政策 ４０多年以来的成果、
也是近 ２０年来世界经济环境相对平稳的体现。 尽管在此期间出口会不定期、 不同

程度地经受前述重大事件的冲击， 但长期上升的主路径已经形成。 国内则随着市场

化改革举措的波段式推进， 总体经济在相对稳定的增长。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全球

经济大幅下滑的 ２０２０年， 我国仍以 ２􀆰 ３％的增长率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

长的国家， 正是这一点， 根本上保证了我国出口能够从危机中快速恢复、 稳定了我

国在国际出口市场的基本格局。 实际上， 自 １９９８ 年至今， 我国对北美和欧洲市场

的出口份额合计基本上稳定在 ２０％上下， 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则从 １９９８年的 ５４􀆰 ２４％
降到了 ２０１９年的 ４８􀆰 ８４％， 在大洋洲、 非洲、 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市场份额，
从 ５􀆰 １８％上升到 １２􀆰 ９４％， 揭示我国出口洲际市场结构的新动向。 我国出口能够稳

定运行的另一个重要保障是， 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历经多次考验后逐渐提升， 所

以， 无论是国内经济改革的大环境、 已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市场地位以及政府的

危机管理能力， 都保证了我国出口能够长期相对稳定地增长。
其次， 关于我国出口中周期的更迭， 触发因素是相隔 １０ 年左右爆发一次的重

大事件和国内经济的重要转型。 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发现是， 亚洲金融危机事件没

有产生阻碍出口的效果。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此次危机相对于中国当时具备的要素

成本优势并未构成实质性影响， 反而相对强化了中国的出口优势。 因为恰是在这段

期间， 其他重要的东南亚出口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已经严重失衡， 他们为继续保持

其快速增长的局面， 采取了包括过度开放资本市场的系列激进政策， 以致无法应对

国际巨额游资的冲击。 危机真正发生时已经没有了有效的化解措施， 导致经济陷入

全面衰退。 另一个促使我国出口快速恢复并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是， 距离此轮

危机不到 １０个月我国实现了 “入世”， 可以说成功 “入世” 在本轮周期中很大程

度上降低了我国出口的不确定性。 随后的两次世界性危机， 无论是对世界经济的冲

击程度还是波及范围， 都远超亚洲金融危机， 如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彻底结束了我

国出口持续增长的上一轮中周期， 使出口增速、 波动幅度均发生了显著变化。 而

２０１９年的第三次重大事件即新冠疫情对于出口的冲击同样严重， 又一次打破了出

口新一轮的中周期运行轨迹而进入新的周期阶段， 特别是在出口波动强度方面对出

口的冲击尤为显著。
为何这些重大事件会影响出口的中周期更迭， 主要源于宏观经济自身周期运行

的波动。 研究表明， 世界经济的周期运行规律依然存在 （Ｂａｃｋｕｓ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２［３９］；
宋玉华和徐前春， ２００４［４０］）。 无论是凯恩斯基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资本边际效率

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假设下推演的经济周期理论， 还是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 “乘数

效应” 和 “加速原理” 相结合以解释周期波动的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 或者是希

柯斯同样以上述分析工具对投资扩张与收缩的阐释， 并在区分自发投资和引致投资

后， 将引致投资作为决定周期运行的关键变量， 相应提出了为期 ７－１０ 年的经济周

期理论， 以及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从货币和信贷扩张与收缩角度分析的经济周期运

行， 都是在阐释总供给和总需求如何从非均衡向均衡作持续调整， 从而形成围绕均

衡状态波动的周期运行规律。 究其实质是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 经济行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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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对于信息的接受总是存在空间或时间上的信息不对称， 一方面包括价格信号在

内的诸多信号会向市场提供资源稀缺程度的信息， 决定着均衡产出和均衡价格的主

方向， 另一方面各经济主体在接受信息和处理信息方面同样存在着巨大差异， 并且

对经济预期也有很大不同， 故而市场中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非均衡才是运行常态， 均

衡状态反而是特例。 一般的情况是， 市场供给扩张会逐渐带动需求的提升， 并刺激

预期的高涨推升信用扩张和投资增加。 在 “乘数效应” 和 “加速原理” 的共同作

用下， 总产出自然不断增加。 然而， 在消费边际倾向递减和资本边际产出下降的作

用律下， 总需求往往又会走向自我抑制的方向， 除非有新市场出现， 否则必然导致

供给过剩， 直到运行到 “阈值” 后重新向均衡状况作逆向调整， 即从繁荣转向衰

退。 该反向调整一旦开启同样遵循 “乘数效应” 和 “加速原理”， 且不会在调整到

恰好均衡状态时自动停止， 而是会继续下调至供不应求的 “阈值” 点， 即萧条阶

段， 直到市场消化掉过剩的产能， 新一轮的经济周期便再度重启。 在此过程中， 尽

管政府能够期望通过逆周期调整以消化过剩产能， 但也只是降低衰退程度、 或延缓时

间， 甚至还可能因判断失误或者是其他意外导致干预过度以致加剧波动， 造成新一轮

的 “滞胀” 或衰退。 因此， 真正能够削弱周期剧烈波动的内在力量仍来自市场自身

的运行机制。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正是从这方面对经济周期做出了阐释。 他认为经

济周期是由供给冲击引起的， 创新活动不但会抑制经济衰退、 还会推动经济不断上升

到更高的均衡水平。 但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又决定其只能以离散而不是连续状态出现，
从而形成新的经济运行周期。 长期看 “创造性毁灭” 是推动经济持续繁荣的决定力

量。 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长经济周期正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有力注释。 可以注意到

世界经济在过去两个半世纪以来先后经历的蒸汽时代 （１７８２—１８４５）、 铁路时代

（１８４５—１８９２）、 电气时代 （１８９２—１９４８） 和自动化时代 （１９４８—１９９０）， 都极大促进

了世界经济的增长。 目前， 我们正在进入已经开启 ３０年的信息时代。 在每一个伴随

重大技术创新而展开的经济长周期运行过程中， 与新技术相关的局部技术创新同样是

以离散方式不断修补和完善， 同时伴随着设备的更新与投资扩张作周期性的波动。 因

此， 经济运行除了有长周期运行特征之外， 还会形成为期 １０年左右的中周期， 称之

为希克斯周期或者尤格拉周期。 通过对 １９６１—２０１９年间横跨 “电气时代” 和 “信息

时代” 的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非对称滤波周期分解发现， 中周期长度在 ７－１１年之间，
与希克斯周期和尤格拉周期大致相符。①具体来看， ２０ 世纪末的周期大致在 １１ 年左

右， ２１世纪初的头一个中周期缩短到 ８年上下， 第二个中周期大致在 ７年左右。 显

然， 周期长度呈现逐渐缩短的趋势。
同时我们也发现， 自动化时代尾期的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９０ 年约 ３０ 年间， 世界经济

的平均增速是 ４􀆰 １１％。 信息时代初期的头 ３０年间， 平均增速仅 ２􀆰 ８３％。 毋庸置疑，
２０世纪末全球的科技水平远比之前更高， 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水平

被认为会同历史上其他重大技术进步一样促进经济的再次增长。 然而 “索洛悖论”
揭示该预期至少在信息化时代的头 ３０ 年并未成为现实。 特里普利特 （ Ｔｒｉｐｌｅ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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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 ［４１］） 对此给出了多方面解释， 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技术扩散存在滞后

效应， 二是对于信息技术的管理失误导致成本反而增加。 而 ２１ 世纪初互联网经济

泡沫的破裂也为之提供了新注解。 此外 “数字鸿沟” 日益明显， 信息技术的进展

和应用不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存在巨大差距， 即使在同一国家或地区内部， 也存

在行业和地区差异。 市场主体面对 ２１ 世纪发展起来的新科技， 或是出于谨慎性考

虑， 或是出自管理运行成本方面的考虑， 以及对其他不确定因素的评估， 必然对新

技术的投资决定存在一个甄别和过渡期， 在新旧技术交叉的过渡期尤为突出。 这就

意味着经济增长率在信息时代的初期仍在部分延续着电气时代末期的水平， 信息技

术仍处于向不同产业和领域缓慢渗透的阶段， 因此资本的更新周期也更为复杂。 最

近的 ３０年间又恰好处于这一阶段， 这是导致世界经济中周期运行变动复杂、 进而

影响我国出口周期运行的重要原因。 由此看来， 重大事件无非是经济周期变更的重

要外在表现。
由此回溯亚洲金融危机， 表面上是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层面出现了严重问题，

实际上是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在危机发生之前已经严重失衡， 一方面旧技术的投资边

际回报率日趋下滑， 另一方面包括对先进技术的吸收尚处于初期。 他们试图通过激进

的扩张信用和盲目开放市场来实现更高增长率的目标， 结果反而将其内在的金融风险

和经济结构失衡充分暴露出来， 以致任何来自内部或者外部的冲击都有可能成为触发

其进入衰退的 “最后一根稻草”， 最终来自国际上的庞大 “游资” 扮演了这一角色。
与之相反的情况是，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 我国已经构建起了相对完整的经济

体系， 即使采取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 依然凭借要素成本的价格优势很快恢复了

出口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一次危机不但没有对我国的出口构成压力， 而是恰

恰相反。 时隔 ８年之后， 尽管信息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 但距离全面推动经济增长

尚存巨大差距。 即使美国作为新经济的领头羊， 造成 “索洛悖论” 的上述关键因

素依然存在， 在资本更新的 “空窗期” 适逢基础工业部门进入约 ２０ 年左右一次的

波动周期， 特别是建筑业和地产业。 诸多因素叠加使房地产领域再次成为资本的

“周转池”， 并通过复杂的金融 “创新” 工具将泡沫不断吹大直至破裂， 最终以巨

大的代价实现了资本的调整。 此次危机使全球经济受到重大冲击， 与世界经济深度

接轨的我国同样未能幸免， 出口自然深受冲击。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一方面，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在继续发展， 市场应

用领域不断拓宽和深化， 使世界经济的运行开始逐渐突破 “索洛悖论”， 世界范围

的资本更新频率也在缓慢提升。 正如周期分解结果所揭示， 经济运行的中周期长度

在缩短， 波动幅度有所下降。 但与上两次重大事件导致的出口中周期更迭情况不同

的是爆发了新冠疫情。 换言之， 即使没有出现新冠疫情， 出口也会发生周期性波

动， 疫情放大了此轮波动的幅度和强度。
第三， 实证结果所揭示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效应显示， 无论是在

小布什、 奥巴马还是特朗普执政期间， 均比克林顿执政期间的出口有所下降。 其

中， 小布什执政期间我国出口受到的阻碍最小， 与特朗普执政后期的情况正好相

反。 特朗普政府在处理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上， 是以更加强硬的方式贯彻 “美国

０３１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８期



优先” 的贸易保护政策和技术垄断政策。 同时美国又是我国的第一大出口国。
１９９８年到 ２００７年间， 我国对美出口份额基本稳定在 ２１％上下， 这段时间正是小布

什总统执政的大部分时期。 自小布什执政初期发生 “９􀆰 １１” 事件之后， 中美经贸

关系开始趋缓， ２１世纪的头 ７年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快速上升。 但是自 ２００７ 年我国

对美国的出口份额开始下降， 从当年的 １９􀆰 １１％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６􀆰 ６８％， ２０１５ 年才

恢复到 １８％。 这段时间主要是奥巴马执政期间， 特别是从 ２０１０ 年之后两国经贸关

系趋紧， 我国出口的整体运行状况也陷入波动， 同比增速不断下降。 而特朗普总统

执政的头 ３年， 我国向美国的出口比重又持续上升， 截止 ２０１８ 年恢复到接近 ２００７
年的水平， 同期我国总体出口的同比增速也较奥巴马执政期后期有所提升。 然而进

入特朗普执政的倒数第 ２年即 ２０１９年， 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份额降到接近 ２０１３ 年的

水平， 下降 ２􀆰 ４９个百分点， 年度出口额比 ２０１８年下降 ５９７亿美元， 两项数据都是

２２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同期我国总体出口的同比增速也大幅下滑。
第四， 从国内经济的运行情况看， 因市场化改革逼近深水区导致推进难度升级，

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基本走到尽头。 以产能过剩、 杠杆过高、 库存过多为表象的结构性

矛盾日益突出， 到 ２０１５年开始集中爆发， 当年的经济增速也创下新低， 作为宏观经

济晴雨表的资本市场再次受挫， 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市场需求的严重不足。 此后 ４年内

经济增速基本上维持在 ６􀆰 ７％上下的水平， 出口相应受到很大程度的拖累。
综上， 我们可以把包含 ２８６个月度的出口运行数据划分为 ４个中周期。

四、 进一步的讨论

（一） 出口中短期运行状况的比较

通过运用非对称时间滤波方法可以得到三个出口中周期的中短期运行特征， 具

体结果如图 ３所示。 显然， 在第一个中周期内表现出 ５年的中短周期运行特征， 在

第二个中周期大致显现出为期 ３年的中短周期运行特征， 在第三个中周期显示出周

期为 ２年的中短周期运行特征。

第一个中周期 第二个中周期 第三个中周期

图 ３　 三个中周期的中短周期分解

如同周期长度逐期递减的三个中周期一样， 每一个中周期内部的中短周期也在

逐期缩短， 表明各个中周期出口运行的稳健程度在降低。 出口运行能够在第一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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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相对稳健运行， 核心因素之一是我国颇具竞争力的要素成本优势， 特别是制造

业领域的高 “性价比” 优势 （廖涵和谢靖， ２０１８［４１］ ）。 考虑到当时我国还采取了

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 更佐证了我国的低要素成本、 特别是劳动成本在当时的国际

竞争力。
出口在第二个中周期的运行远比第一个中周期更为复杂， 一是遭受全球金融危

机之后国际市场萎靡， 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 二是国内短期内密集出台

的系列财政、 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不但未能将高耗能、 非技术密集型的产能升级改

进， 反而支持了大量缺乏竞争力的领域和企业， 特别是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 短期的

应急之举反而阻碍了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的长期战略目标， 既未能给国内循环的顺畅

运行给予前瞻性支持， 也未能对国际循环提供前瞻性的助力。 相反， 那些具有先发优

势的发达国家始终坚持对基础研究领域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大量和持续投入， 特别是在

人工智能、 新材料、 新能源等方面。 尽管这些国家的一般性商品的出口总规模不及我

国， 但是他们对各方面专业人才、 创新行为和创新成果的重视和保护， 均是保证他们

具有持久竞争力的核心因素 （姜超， ２０１７ ［４２］）。 换言之， 这些国家是从战略层面保

持了与我国出口产品在结构方面的前瞻性优势。 能否将我国出口结构方面的 “后发

劣势” 转化为 “后发优势”， 是我国出口面临的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密集的短期应急之举对于出口运行的影响在随后的五、 六年之后开始显现。 可

以注意到出口的第三个波谷显著异于以往的两个波谷， 该波谷期的时间跨度相当于

其他两个波谷期长度之和， 同时还首次出现连续两年下滑的情况。 而在这段时间内

实际上并未发生诸如前两次那样的重大危机事件， 相反 ２０１５ 年世界经济的增速反

而有所提升， 达到 ２􀆰 ８８％， 当年我国的出口却下降 ３􀆰 １４％。 ２０１６ 年世界经济虽有

所下降， 也达到了 ２􀆰 ５９％， 我国出口则下降 ６􀆰 ０３％。 显然， 造成此轮出口波动的

主要原因来自国内经济的波动而不是来自外部。 正是在 ２０１５到 ２０１７年间， 我国宏

观经济出现了异常波动， 主要原因是政府为缓解上次危机采取的一系列密集短期刺

激政策的负面效果开始集中显现， 通货膨胀压力、 产能过剩和房地产泡沫等结构性

问题凸显并放大。 在政府试图着力纠正上述问题拟将资金引向有利于创新的高科技

领域和产业时， 却由于政策之间的不配套以及监管失位， 反而导致大量资金流向股

市， 形成与预期政策目标相悖的巨大金融风险。 政府在紧急采取 “一刀切” 式的

紧缩性调控政策之后， 虽然资本市场投机过度得到控制， 但是总体经济也开始严重

下滑， 出口运行也相应受到了较长时间的抑制。
（二） 平均环比增速的差异

更长的出口运行周期也意味着出口能够相对稳定地运行。 在长达 １３２个月的第

一个中周期， 共有 １１３个月实现了正增长， 占 ８５􀆰 ６１％。 在此期间， 还分别出现过

连续 ２３个月 （１９９９年 ７月～２００１年 ５ 月） 和连续 ８０ 个月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０月） 同比正增长的情况。 第一个中周期的月均同比增速高达 ２１􀆰 ０２％， 平均月环

比增速也达 ２􀆰 ２５％。 第二个中周期的长度较第一个中周期缩短 ５６个月。 总共 ８８个
月之中只有 ５７个月实现了环比正增长， 占整个周期的 ６４􀆰 ７７％， 而且是正、 负增长

的情况交替出现。 无论是 ８􀆰 ５８％的平均月同比增速， 还是 １􀆰 ９４％的平均月环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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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均显著低于第一个中周期。 第三个中周期的周期长度又比上一周期缩短 ４７ 个

月， 正负增长的分布基本与第二个中周期相似。 平均月同比增速只有 ３􀆰 ５５％， 平

均月环比增速只有 ０􀆰 １３％， 又低于第二个中周期。 第四个中周期尚处于开始阶段，
下文一并做出分析和预判。

（三） 对第四个中周期运行的预判

该轮中周期的开启同样源自重大事件的冲击， 而且是百年一遇的疫情。 疫情危

机与世界经济运行周期叠加， 导致此轮出口周期内波谷的振幅、 振动强度、 同比增速

和环比增速均与以往不同。 按照统计局出口趋势数据计算， 在波谷下降期， 连续 ７个
月累计降幅只有 ３􀆰 ５３％， 波谷低点出现在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但按照原始出口数据计算，
累计降幅高达 ５０􀆰 ６３％。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份出口同比增速下降 １７􀆰 ２％， 环比增速下降

４７􀆰 ６１％， 均创 ２３年以来的新低。 同时也使 ３月份的出口环比增速高达 ６５􀆰 ３９％， 同

样创历年之最。 如果按海关数据计算波动程度更大， ２月份的同比增速下降 ５４􀆰 ９８％，
环比增速下降 ７３􀆰 ７２％， ３月份出口环比增长则高达到 ２０４􀆰 ２％。 以致 ２０２１年 ２月份的

同比增速按照统计局数据是 ８２􀆰 ９９％， 按照海关数据则高达 ２３６􀆰 ５８％。 还有就是为期

１０个月的波谷期在四个波谷期中最短， 意味我国的出口很快就从第四个周期的波谷

中恢复。 以趋势值计算出口规模在 ２０２０年 ５月份已恢复到 ２０１９年 ８月份的水平。
那么， 出口将在第四个中周期的恢复期开始之后如何运行， 基于前文的分析可

以做出如下四点判断。
第一， 出口运行长期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效应仍将继续发挥作用， 持续上升的

趋势不大可能发生逆转。 除非新冠病毒及其传染能力更大的变异病毒再次爆发。 但

是， 在世界各国政府、 科学家、 相关组织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 以及人类历史上多

次与各种重大疫情博弈的经历来看， 可能性不大。 相反，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
全球经济也将逐渐复苏， 出口也将重返相对稳定运行的主轨道。 实际上， 在周期开

启阶段出口的运行情况甚至比预期的还要好一些， 如实际出口值甚至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份以 ２８１９亿美元创下了近 ２０年以来的新高。 除了有短周期的运行规律发挥固有

的作用之外， 还有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导致印度、 东南亚等国将部分外贸订单转向

中国。 即使进入 ２０２１年 ２月份的低谷期， 出口规模仍高达 ２０４８亿美元。
第二， 出口的波动幅度可能会加大。 在全球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的约束下，

全球经济的恢复不可能顺利推进。 据世界银行的估计， ２０２０ 年美国经济下降

３􀆰 ６％， 欧元区各国经济整体缩减 ７􀆰 ４％， 日本降低 ５􀆰 ３％。 在此背景之下， 无论是

全球还是我国的出口规模自然不会很快恢复。 但是我们发现，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份

新一轮周期启动 １３个月以来， 无论是我国的出口规模还是出口增速都在以超常的

速度运行。 按照趋势值计算， 相当于每月平均增加 ４６􀆰 ６６ 亿美元， 远高于其他三个

中周期头 １３个月的恢复速度， 更是历年平均增加量的 ６ 倍多。 按趋势数据计算，
月均同比增速 １３％的水平同样高于其他三个中周期的头 １３个月。 按照实际值计算，
头 １３个月的同比增速也高出历年平均水平 ２ 个百分点。 显然在当前全球经济没有

全面恢复的形势之下这种快速增长并不可持续。 换言之， 考虑到疫情可能出现局部

的反复和其他不确定性事件， 在出口过于快速的上升之后可能迎来新一轮的快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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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过程， 导致出口的波动幅度加大。
第三， 该轮中周期的长度至少不会比上一个周期持续的时间更长。 随着以信息

技术、 人工智能、 新能源和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不断突破， “索洛悖论” 存

在的两个主要条件在不断弱化， 资本投资更新的周期可能继续缩短。 此次新冠疫情

一方面放大了该轮震荡所导致的 “创新性毁灭” 力度的同时， 另一方面也在加速

推动更多更具创新能力的行业和企业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 该次重大事件很大程度

上也起到了倒逼国内企业加速改善出口结构的效果。
第四， 出口增速将维持在更低的水平。 第一个中周期， 得益于优越的要素成本

优势， 出口得以在 １３２个月中取得平均环比增速 ２０􀆰 ３５％的成绩。 进入第二个中周

期之后， 随着国际竞争压力的增大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 平均环比增速不及上一

周期的一半， 第三个周期阶段的平均环比增速又不及上一周期的一半。 第四个周期

的头 １３个月， 平均环比增速回升至 ７􀆰 ５６％。 ２０２１ 年之后， 除非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 否则短期之内世界经济仍难全面恢复， 世界整体的出口规模必会受到相当程度

的抑制。 同时考虑到尽管 ２０２１年伊始特朗普政府被拜登政府取而代之， 并不意味

着特朗普政府对华的强硬经贸政策会被推翻， 因此第四个中周期的出口增速很可能

不会高于上一个中周期。

四、 结论与政策含义

综上分析， 我国出口既呈现出长周期的运行特征， 更表现出了中周期的变化特点。
首先， 显著的趋势效应揭示我国出口正处于长周期中的上升阶段。 内因是国内

经济具备保持出口相对稳定增长的 “硬核” 条件， 即有 ４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和 １４
亿人口的市场、 超过 １􀆰 ７亿受过高等教育且持续增长的人力资本， 以及初具架构并

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外因是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逐渐形成的相对

稳定的国际市场地位。 相应的政策含义是， 我们必须在巩固前期市场化改革成果的

基础上把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加快向纵深推进， 特别是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 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同时对外继续秉持开放的长期政策。
其次， 从出口的中周期运行看， 已经历了三个非对称的中周期， 目前进入第四

个中周期。 其中， 每隔 １０年左右发生一次的重大事件对我国出口的中周期更迭有

重要作用， 同时国内经济运行的重大转型同样对出口中周期的变动起着不可忽视的

影响。 原因在于， 经济周期运行的内在规律， 以及全球化趋势下我国与世界经济运

行的同步性增强。 而重大事件和国内经济的转型是经济周期变更的信号或者是 “触
发器”。 相应的政策含义是， 为削弱经济运行周期变动给出口带来的不利冲击， 应及

时将扩张出口规模和提升出口增速的目标转向改善出口结构和促进出口的相对平稳运

行方面。 具体来看， 一是持续加大向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力度， 加

快资本更新节奏； 二是完善我国科技管理体制， 包括从深层次排除阻碍创新的制度性

障碍， 完善科研创新的评价机制、 促进自由学术氛围建设、 以及健全知识产权的保护

制度， 从根本上提升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同时还要使政策之间的配套程度

更高， 最大程度上缓解下一次重大事件对我国出口的冲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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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体中的特殊地位和在中国出口市场中所占据的重要

位置， 决定了两国经贸关系的 “冷热” 必然直接关系到我国出口的运行状况。 相

应的政策含义是， 我们在处理中美贸易争端的过程当中， 宜采取更加灵活、 积极和

务实的对话方式， 降低双方之间的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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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ｈ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ｊｕｓｔ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ｃｙｃ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ｃｙｃｌｅ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ｓｈｏｗ ａ ｔｒｅｎｄ ｗｉｔｈ
ｌｅｎｇｔｈ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ｓｌｏｗｅｒ，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 ｗｉｄｅ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ｉ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ｆｏｕｒｔｈ ｃｙｃｌ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ｕｓｈｅｄ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ｏ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ａｉｍｅｄ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ｄ⁃ａｉｍｅ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ｘ⁃
ｐｏｒｔ ｃｙｃ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ｅｒ⁃
ｆｅｃ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ｙｃｌｅ； Ｊｕｇｌａｒ Ｃｙｃｌ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ａｌｌｅｙ；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
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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